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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

尤学工 余 康
(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章太炎具有浓厚的“明遗”情结，对明朝年历冠带的缅怀与坚持、对明季史

料的用心收集、对顾炎武等明遗民学行的慕效，都充分展现了这种情结。在“明遗”情结

驱动下，章太炎进行了大量的明史补撰与考订工作，主要包括《后明史》、《明通鉴》、《清建

国别记》等的编撰设想，别录体、事状体等史学体裁的创新，以及明季史事的考订和史料

的收集整理等几个方面。对章太炎来说，明史研究具有华夏文化意象、思想资源、理论武

器以及人生指导等多重意义，体现了他学用统一的史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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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祖武主编:《太炎先生自订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 17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01 － 602 页。

② 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17 页。

明史修纂和研究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 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末民初。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

和研究，既有清廷的官修《明史》，也有大量的私修明史著述，如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傅
维鳞《明书》、张岱《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这些明史著述不仅体裁多样，而且风格各异，代

表着不同史家群体对明史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反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如

果说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热潮是中国古代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那么清末民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

热潮就是中国史学和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了。这次热潮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择、研究

旨趣与取向等方面显示出与前次不同的特点。其中，章太炎的明史研究①独具特色，既有其个人的

文化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的时代诉求，值得深入探讨。

一、章太炎的“明遗”情结

明季多遗民，而以江浙最为集中。他们隐居著述，结社交游，以遗民气节相砥砺，引领一时风

气，直接影响着清初的文化生态和政治格局，也塑造了江浙文人特有的风骨，流风所及，直至清末。
章太炎生长于兹，深受江浙文化土壤的滋养。他的朋友、弟子也多把他与明季遗民相提并论。宋平

子认为他“一孺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①章太炎逝世

后，蔡元培题写的挽联有“后太冲炎武已两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②之语，他的嫡传弟子钱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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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吴承仕分别题写“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①、“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② 朋辈师

友弟子不约而同地将章太炎与晚明遗老相提并论，其感受当来自于章太炎日常言谈举止之濡染，较

为真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这种情结可以通过章太炎对南明纪年的执

著、明裔史料的留心和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来加以认识。
章太炎曾对李光地“荐降臣施琅可用状。玄烨内其言。二十二年，卒下台湾。自是明氏子孙，

与奉中国年历冠带者，无遗育”，③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和遗憾，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年历冠带”的眷

念。“冠带”自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化宣示，而“年历”则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

意义，能够展示史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为了尊奉“中国年历”，章太炎有意在其论著中大量使用

南明“年历”，以彰显其民族立场。《訄书》初刻本后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④之书法，类

似书法曾反复出现，如“自永历伤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⑤“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

移，则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渎，云雾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 支那之亡，既二百

四十二年矣。”⑥永历是南明桂王的年号，辛丑是南明桂王永历十五年( 1661 年) ，这一年桂王政权

为清人所灭。在章太炎看来，辛丑年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不仅标志着“明祚既移”，而且还

意味着“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显然，他是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的，并以之为“炎黄姬汉

之帮族”和文化的象征。他看重的是“永历”和“辛丑”所蕴含的“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延续，

并为它的“澌灭”而痛心。对此，有人指出:“那时他虽然还在‘与尊清者游’，却已对清朝的腐败统

治怀着深刻愤懑，以致不愿用清朝纪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权灭亡以后的清朝统治，都视为非法，因

而使用‘辛丑后’纪年”。⑦ 后来，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他在《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

会书》中公开呼吁:“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 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 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 愿吾桂

人，无忘瞿式耜; 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 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⑧ 这种充满了明遗情结的呼吁无

疑是对“中夏复国”的期冀，真实地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心境与追求。
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遗民“潜德”是章太炎“明遗”情结的又一重要表现。民国稽勋，章太炎

以为，明室遗民“皆宜表意，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谓狐死首丘、叶落归根者”。⑨ 所

谓“本源”和“根”，显系指“中夏”种族与文化。为表彰作为“本源”的明遗民及其后裔的事迹，他用

心考索，甚至亲自联络，查找明遗民的宗谱族谱，“以彰潜德”。这正反映出他“不忘本源”、“叶落归

根”的文化立场。章太炎从《滇系》里发现“永历帝崩于旧晚坡，从官遗嗣殆尽。然清乾隆时尚有宫

裹雁者，为永历帝后”。该书附有详细的考索，指出“永昌守杨重谷闻变，欲以宫裹雁为功，乃诇周

某，好迓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轻动。狱已具，杀之于甕城”。他痛恨清廷“灭台湾，后必杀宫裹雁，

遗烬灭息，百无一二存”。或许是不甘心永历后裔就此“遗烬灭息”，他推测说: “桂家生齿既繁，不

独一宫裹雁。曩占之归，其男夫尽从以往，则永历犹有遗种”，可惜“缅甸灭于英吉利，其踪迹遂不

可得详”。瑏瑠 类似的考索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对明太祖第十五子辽简王之后松滋王和李赤心后裔

的考索。他认为“史表不载术经薨年，亦无谥号，是必终于崇祯亡后，及荆州陷虏，亦不知术经所

终”。他据腾冲李根源所言“( 李) 赤心有后，在腾冲城东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后，更姓段”，又据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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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朱氏家谱》所载“永历帝西走永昌，( 李) 赤心之子实从，复从至缅甸。二年而帝为缅甸送致虏

君，赤心得脱，遂寄住腾越。以段为云南大族，遂改称段氏以自晦”，断言“清末腾越有把总朱开宝，

即松滋王后。贡生段尔超者，即李赤心后”，“其一心为民，未尝携贰，而赤心独有后，是亦君子所乐

道”。① 对于吕用晦，章太炎称赞他是“以侠士报国者”，明亡“年始十六，散万金以结客，往来铜炉

炉石镜间。窜伏林莽，数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后因曾静案惨遭戮尸，诸孙“皆戍宁古塔。后以它

事又改发黑龙江，隶水师营”。这样的遗民忠烈深受章太炎仰慕，民国元年章氏还“至齐齐哈尔，释

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

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② 民国二年，章氏任东三省筹边使，犹

不忘“为黑龙江的浙江同乡会呈请褒扬吕留良的后裔”，③还亲自“至其家，见《三鱼堂文集》，其中

有《祭吕晚村先生文》一首，因知陆稼书实为晚村弟子，今通行《三鱼堂文集》无此祭文，则乾隆以后

抽毁之本”。④ 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章太炎之所以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季遗民，实出于对中夏

“遗种”和文化的期冀和深情。
对明季遗民尤其是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也展现了章太炎浓厚的“明遗”情结。他曾说:“中国

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 若

后二子，吾为之”。⑤ 其实，他欲慕效的何止谢枋得、刘宗周，顾炎武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章太炎

认为，“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⑥ 他“早岁

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⑦“远绍亭林，志节亦相似”。⑧ 无论是他早

期宣扬“排满”，还是“后期演说当中，提及顾炎武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晚明其他人物”。⑨ 这是他

“时常放在心里”的人物。
章太炎对顾炎武之学颇为推崇，认为“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

之祖”。瑏瑠 无论是顾氏治经史的旨趣与方法，还是顾氏的种姓思想和文化立场，都成为章氏治学的

内在酵素。他的音韵学颇受顾炎武影响，治学之初就“求顾氏《音学五书》”，瑏瑡对顾氏“舍今日恒用

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的说法表示“是则然”。瑏瑢 他认为顾氏著“《唐韵

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瑏瑣，而他自己就是其后一位“禀”顾氏之法的

“言声音训诂者”。对顾炎武的读经讲学之法，章太炎也慕而效之，他办国学讲习会就是效仿顾炎

武的读经会。他曾说:“宁人所以启清儒户牗者，《音学五书》、《日知录》为最著。然握其枢者，读经

会也”。瑏瑤 他如此描绘顾氏读经会的情形:“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

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瑏瑥。而章太炎“除星期讲演会以外，还组织读书会，集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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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弟子最佳者，为杨立三，为师所称许”。① 钱基博认为这就

是“以亭林温经温史之法为习”，②章太炎也承认自己是“效顾先生读经会制”。③ 明季遗民严种姓，

顾炎武欲撰《姓氏书》以彰之，未就。章太炎对此深表惋惜，表示自己“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

其凡目，第次种别”。后来，他“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乱氏者，为《序种姓篇》”，④以宣扬种姓思想。以

“未能执鞭”为憾充分说明了他对顾炎武的态度。同样，他指出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

说的背景是“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表示“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而时人

“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⑤于是他作《革命之道德》，把顾氏之言为天下学说发

挥成推行革命道德的准则，并认为革命能取得成功，“舍宁人之法无由”。⑥ 章太炎对“宁人之法”
的推重，体现了他对顾炎武文化立场的认同。在章太炎看来，“宁人之法”不仅要学习，更要躬行，

治学与立身本是一体之事。“顾宁人者，甄明古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

考索，惟惧不究; 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⑦ 这种“学用一体论”在

章太炎身上亦有鲜明的体现。以上事实表明，章太炎几乎把顾炎武作为“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⑧

他的言行处处可见顾炎武的影子，反映出浓厚的“明遗”情结。
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表面上是对明朝历史的追忆和明遗民的慕效，实质上是将他们视为华

夏文化的象征，借此宣扬华夏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曾自责说，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

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⑨ 为使“国故民纪”不“绝于余手”，他将学术视角转向了

明史研究。

二、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与实践

章太炎对清官修《明史》多有不满，一直想补撰《明史》，于是就有了关于《后明史》和《明通鉴》
的设想，也对明清之际的人物和史事进行了诸多考证，撰成了《清建国别记》等。他思考的诸多问

题，为此后学人开辟了研究路径，孟森、柳诒徵、孙静庵、朱希祖、钱海岳、谢国桢、柳亚子等人对明遗

民和南明史的探究，就多受章氏启发，有些还直接继承了他的观点。
( 一)“作《后明史》以继万氏”
章太炎曾明确提出修纂《后明史》的愿望和目标: “昔搜集季明事状，欲作《后明史》以继万

氏”。瑏瑠 他之所以提出要“继万氏”，主要是因为万斯同所撰《明史稿》原本与官修《明史》对南明的

态度和书法不同。他认为，“《明史》世称佳史，盖以上比宋、元则为简练翔实耳。然乾隆重修，已有

不逮《史稿》者，而万氏原本则较《史稿》更信，恐其中恶讳之文已为王鸿绪删尽也。”瑏瑡“《明史》大致

尚佳，《太祖纪》不须改定。乃其当有讨论者，则三王自当立本纪，而不可厕之宗室诸王传中”。瑏瑢 他

严厉抨击清官修《明史》不承认南明三帝为正统有违史法，不满“《明史》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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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 修订本) ，第 300 页。
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 修订本) ，第 382 页。
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 5 册，第 158 页。
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 3 册，第 172 页。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284 － 285 页。
汤志钧编:《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320 页。
章太炎:《答梦庵》，《民报》1908 年第 21 号。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第 119 页。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第 83 页。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202 页。
马勇编:《与柳翼谋》，《章太炎书信集》，第 742 页。
马勇编:《与王宏先》，《章太炎书信集》，第 805 页。



在宗室诸王”，①认为官修《明史》是“去本干而存枝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② 他晚

年特别指出清代史家的一大顾忌，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

《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

待于后人”。③ 他指出:“《明史稿》所以优于《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为之特叙。《明史》则附

于《三王宗室传》中，先后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于府县设置之沿革，备著年月，甚见

清楚”。④ 章太炎认为，“本纪犹经，而诸臣列传犹纬，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

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 所立者谁之朝

邪?”⑤因此，他主张“三帝当著纪，而鲁监国、郑成功宜作世家，将相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刘文

秀、李定国辈，功施赫然，著于郝摇旗。金、李虽曾降虏，穷阨反正，有迷复之功; 孙可望、李赤心、郝
永忠之徒，强寇桀黠，空为豺狼，无损于虏，皆宜录入，以著劝戒”。⑥ 显然，无论是批评官修《明史》，

还是为南明争地位，章太炎都将南明史的书写视为《后明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为南明立正统则

是他的基本倾向。
除了对南明史的重视，章太炎还对《后明史》的史志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在与刘师培论学时

提出:“《后明史》当作地理、职官、艺文三志，最是。遗老故书，搜寻未易，然《禁书目录》于今尚存，

即编排亦非难事，特四部、七略诸科，不易分配耳。职官经制，略与全胜之世有殊，惟临事题署者，致

为纷拏，非细考不能得实。地理最易，直于《黄图》中抹去数省，递缩递微，则了然明白矣”。⑦ 从所

补内容来看，艺文志重禁书，职官志、地理志重变化，皆是官修《明史》所有意压制或不够详实之处，

确有补正之功。
为撰述《后明史》，章太炎非常注重明季史料的搜集，并对《明史》有所辨证。章氏对明季轶事、

著述如数家珍，可知他搜寻明季史料用功之勤，辨别史料真伪之精。他流亡台北，寻到《莽苍园文

稿余》，自称“得之馆森鸿子渐迻书一本。是书今日本已鲜存者，故子渐特珍祛之”。⑧ 仅此一例，已

可见他对明季史事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对于《明史》，他也非常重视。比如，对《明史·流寇列传》，

他以为“李自成转徙不常，自为流寇，名实未背; 张献忠定都四川，则不得以流寇目之”。⑨ 他晚年

“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辍。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

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瑏瑠 这些思考和辨证，其实都是在为《后明史》的撰述

做准备。可是，章太炎四处奔波，几遭困厄，辛亥后时局动荡，故“晚明遗老之书，欲为整理而未

逮”，瑏瑡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二) 修《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
修《后明史》未果，章太炎又提出了修《明通鉴》的设想。他说:“东南大学中友人有发愿修《明

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鉴》尚易。”瑏瑢在此之前，夏燮著有《明

通鉴》一书，主要包括《明前纪》、《明纪》和《附编》三部分，记述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1352) 迄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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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1664) 的史事。《附编》是夏燮修撰《明通鉴》的创例，巧妙地将南明史纳入了明史体系，保证

了明史的完整性。徐鼒著有《小腼纪传》，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史事，以清

朝为正统，附记南明年号，史事的异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论断。对于这两部史书，章太

炎评价并不高。他指出:“夏燮之书，援引既少，而徐鼒《小腼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
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① 他指摘夏燮《明通鉴》“援引既

少”，大概是批评该书在所引史料尤其是南明史料方面有所不足。而徐鼒《小腼纪传》因“多据清人

删改之书”，章太炎直接对其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殊不足据”。正是由于前人之书或不足于史料，

或不足于征信，所以他才产生了重修《明通鉴》的设想。他的办法是“增补其阙，加以考异”，无疑是

从史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两方面入手的。他对这部书充满自信，“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

之。”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相比，且自居于毕氏之上，可见他对此书的期许。
后来，他再次重申了修撰《明通鉴》的意愿，并提出了“正《明史》之误”的修撰目的。他说:“明

世遗文，今存者百不及五，则修改亦难，唯清代发原之际今堪增补。党人是非之见，今渐平允。以修

史则恐较季野而不足，以修明鉴，则必较夏燮而有余，如能精为考异，亦足以正《明史》之误”。② 这

里，他提出了修撰《明通鉴》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夏燮的《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若结合他

对《明史》的批评和对《后明史》的设想，可以推知南明史将是《明通鉴》的重要内容，而华夏民族主

义和正统观念将是其指导思想。他曾和柳诒徵探讨过重修《明史》的问题，“教习柳翼谋颇谙史学，

欲重修《明史》，翼谋尚未知《明实录》完具不阙，仆亦以为难事”，所以当时他们把修《明通鉴》作为

一个主要目标，“因谓无已则修《明通鉴》耳”。后来，他们“知《实录》具存，他日或当与翼谋果此

愿，而此《清建国别记》其发轫”。③ 但章太炎终其一生，并未修成《后明史》和《明通鉴》，而以《清建

国别记》传世。
( 三) 以《清建国别记》补《明史》之不足

清人立国之后，对清朝开国史的书写小心翼翼，尤其对满洲臣属于明朝的事实讳莫如深。而一

些私修史家也揣摩上意，大加掩饰或曲笔而书，反而使得清朝开国史混沌不清。且清遗老把持官修

《清史》，对清朝开国史也是有选择的记载。章太炎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博采明季文献，对清朝开国

史进行了深入考索，撰成《清建国别记》。对于这部探讨满洲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著作，有人将之视

为章太炎的清史研究成果，当然有其道理。但《清建国别记》所论满洲之早期发展正当明朝，章太

炎也是站在明朝的历史时空和明人立场上去探讨满洲历史和满明关系等问题的，所以将该书归入

章太炎的明史研究范围，亦无不可。在这部著述及与吴承仕的书信里，章太炎研究了满清种源世

系、满洲称谓及满明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考辩精细，立论允实，其中很多论断也成为学界共识。
章太炎通过反复考订，提出清为金裔的观点，认为“其氏姓茫昧，不足以自建，胡明时或赐姓或

借他姓，晚始追述祖德，私署曰爱新觉罗”。④ 他还指出“猛哥、凡察为兄弟，而李满住又与凡察同以

逢吉为叔，则知猛、凡与李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⑤ 这些观点得到了孟森等学者的赞同。⑥

对于满洲称谓，章太炎“窃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师利宠锡之，非其本称”，不过他还“不敢断为

剌麻宠锡，但其绝无根据，则可知已”。⑦ 后来，他根据“《满洲源流考》谓‘西藏献书称曼殊师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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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为确证”。① 此论断是章氏通过多次对比否定得出的结论。从他与吴承

仕的信中可知，他否定过“肃慎音变为朱里真，又变为女真，为珠申，珠申语变为满珠，满珠语变为

满洲”，因为“满珠不与朱里真、珠申对音，触耳可辨。此种附会，真不值一笑”; ②也不赞同“满洲即

靺鞨转音”③( 这个观点却为王锺翰接受，提出“满洲一名当由靺鞨而来”④之说) 。虽然文献证明西

藏遣使入清是比较晚的事情，但是他们通信可能较早，也不能否认满洲称谓非源自“曼殊师利宠锡

之”。但孟森以为“既言佛号，非言地名，而又云部族之名，此亦属牵强”，⑤他考出“建州可谓以满

住即文殊，为其酋长之部落，此即所谓满住部落，亦可谓为文殊部落。既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则

即谓之满洲部落宜”，⑥也有学者认为“以满住之酋长名为满洲，难以成立”。⑦ 尽管“满洲”一词的

来源，至今仍没有定论，但章太炎对满洲称谓的考证，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清初官方对其祖上与明的关系，多有避讳，《清史稿》也讳言明季满人隶明的关系，对“建州头

目受明官号者，明人书载之甚详，而清人皆不知”。⑧ 章太炎“考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右卫都指

挥”，⑨并认为“各卫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辈，其世系皆不可详，亦非独一王杲”。瑏瑠 他特意考证努

尔哈赤起兵所提出的“七大恨”，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斗，对明则属“契薄背恩”。瑏瑡 章太炎关于

满明关系的考证廓清了清人对此问题的有意掩饰，对《明史》的相关记述有补正之功。
对于《清建国别记》，有人指出，章氏可能因史料掌握不全，“在论断上就不可能不存在缺点和

错误”。但若就此认为他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赶不上同时人孟森等学者”，瑏瑢此论值得商榷。“章太

炎写清朝开国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

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

史”。瑏瑣 这个评价比较客观，但还应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论著对清朝开国史研究有开拓疆域、引领潮

流的影响。
( 四) 体例新裁: 别录体与事状体

章太炎在修《后明史》时曾提出要用传统的纪传体，但他对传统史体有着深刻的批判与思考。
他说:“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瑏瑤认

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

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 乃

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瑏瑥 他是以近代西方分析演绎法和社会

进化论来检视中国传统史体，强调作史“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瑏瑦 在章太炎看来，“史职范围，今

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他提出了以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来修撰中国通史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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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在因袭传统史体的基础上，亦有别裁。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章氏“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

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认为章太炎提出的五体之说“注入了‘新思

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①

章太炎关于史体的设想也在他的明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这主要表现为别录体和事状体的应用。
关于别录体，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目录》里列举了《李斯别录》、《多尔衮别录》、《管商萧葛别

录》、《董公孙张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会党别录》等②，其中关于明史的类别较少，仅有

《别录甲》及《别录乙》。
章太炎在《别录甲》里把钱谦益与扬雄、颜之推并列，他们的共同身份是贰臣。然“荐绅在朝，

无权藉，或有箸位，遭易姓则逐流而徙，其间虽挽仰异趣，然睠怀故国，情不自挫，悲愤发于文辞者，

故所在而有”。③ 他们虽身归新朝，但仍心系故主。钱谦益“仕明及清，再至尚书”，“郑成功常从受

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后二年，吴三桂弑末

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几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沈沦，

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④ 在章太炎笔下，尽管这些人是贰臣，但是他们并没有谄媚新主，

而是心怀故国故土，章氏欣赏他们对中夏文化的眷恋和坚守，大体对他们抱有同情之理解。
章太炎在《别录乙》里收录了许衡、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人，许衡佐元，后几位辅清。

这些人积极与异族合作，汲汲于事功，如魏裔介助清亡明，汤斌助清打击残明等。这些人受到了章

太炎的严厉斥责，认为“‘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粮，借贼兵也’，孙卿是言”，⑤痛批“( 魏) 裔介恃齐

给”、“( 汤) 斌诈谖饰俭”、“( 李) 光地外淫”。对许衡、魏象枢等人，他虽然表示痛恨，但仍赞同他们

“憯怛思反本”⑥的为民思想。
章太炎的别录体，尽管有为个人而设的情况，但大部分是按类而设，有点像传统的类传。他把

不同时代而具有相同或相近特点的人，归为一类，设一别录，以共性描述为主，《别录甲》和《别录

乙》皆是如此。他说，别录“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⑦ 但自从司马迁之后，断代为史，

很少有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归为一类者。章太炎的别录体与《史记》的类传相似，但明显与刘向、章
学诚的别录体不同。刘向的别录体，主要是他汇集校书的叙录，称为《别录》。梁阮孝绪《七录序》
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

录》”。⑧ 因此，刘向的别录体属于文献学的范畴。章学诚曾提出用别录体来补编年、纪传二体之

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

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⑨ 他

指出:“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
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

模”瑏瑠，故“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 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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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① 他主张别录“为提纲挈领，次于本书目录之后，别为一录，使与本书目录相为经纬”。② 章学

诚的别录体更像是一个史事索引，与章太炎所言并不相同。总的看来，章太炎的别录体似可视为对

中国传统史体中类传的改造，可谓他的别识心裁。他超越时代界限，把同一类历史人物融为一录，

有利于扩大历史书写的容量，深化对历史人物的类型化认识，也便于史家借此表达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
事状体集中反映在章太炎的《清建国别记》之中，主要有《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卜哈秃兀者

秃木事状》、《伏当加事状》、《觉昌安塔克世奴儿哈赤事状》等。章太炎的事状体与纪事本末体类

似，但也有不同。他说:“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③且“纪事本末，只有

大事，没有小事”。④ 它可“使纪传、编年贯而为一，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远因近果，于是麤备”，⑤弥

缝编年、纪传的弱处，然“其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尟主观之断制，轻重详略，多失其宜”。⑥ 章氏

的事状体，正好有纪事本末体的优势，亦可补其不足。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的取材多是精选、
慎考，叙事也蕴含有判断，集考证史料与叙事于一体。如他撰写《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主要依据

黄道周《博物典汇》( 崇祯原刊本) 、毛瑞徴《东夷考略》、叶向高《朝鲜女真二考》、天都山臣《建州女

真考》、严从简《使职文献通编》、陈建《皇明通纪》⑦等史料，并做了细致的考辩:“正统初，建州卫都

督猛可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董仓逃之朝鲜，并失印，诏更给以董仓弟董山，袭建州卫指

挥; 亡何，凡察董山归，得故印，诏上更给者，凡察辄匿不出，乃更分置左右卫，剖二印，令董山领左凡

察领右，而董山盗边无虚月，寻诸之边。”⑧在《卜哈秃兀者秃木事状》里，他凭借《宪宗实录》、《清实

录》、《世宗实录》等记载，爬梳史料，指出“凡察以正统二年奔朝鲜，归长建州右卫，自尔讫于成化六

年，已三十四年矣，猛可帖木儿与范察兄弟二人不闻有余子，今以纳郎哈之叔卜哈秃袭职，卜哈秃必

非其凡范察弟，其为庶子可知也。”⑨其他还如“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等欲举兵侵朝鲜”瑏瑠等，都是

有考有叙，叙考结合。章太炎的事状体，取材多是未经清人删削的史料，较为可信，其叙事也有自己

取舍尺度，蕴含他的历史判断。这种记叙方式改良了纪事本末体，是他的创建和贡献，对当今修史

也有裨益。
( 五) 对明季史事的整理与考证

为补撰《明史》，章太炎晚年做了很多明季史事、人物、史料的整理与考据工作，并对一些存疑

史事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其中许多观点论证严密、可靠性较高，受到后人重视。其中，他对李自成

之死的考证颇有代表性。
章太炎对李自成之死存有疑议，认为他可能未死。他怀疑“《明史》及王而农《永历实录》皆云

以略食为村民所毙”，以为“其事暗昧，不足征信者有数端”: 其一“《明史·流寇传》言自成死在九

月，《实录·高李列传》言自成死在五月，其差已四月”; 其二“《明史》于自成之死，一云自缢，一云鉏

击。又云大兵遣人验尸，尸朽莫辨。夫形色肤理之异，朽溃则不可知。若鉏击之与自溢，其骨有伤

无伤易辨”; 其三“自成兵部，《明史》称数十万，《实录》虽不具数，然十三家营以万人为一营，则兵

数至十三万则可知”; 其四“轻骑掠食必非宽衣大袑，《明史》称剥衣得龙衣，此龙衣者为袞服乎?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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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轻骑所宜。为中衣短襦织为龙文者乎? 则偏裨小寇亦得服之”; 其五“自成所部十三万兵，纵为

村民掩毙，部曲报复，如洪炉燎毛发耳，何以束手不报，听其告于清人”; 其六“自成果死，高李必亲

言之，何以腾蛟告捷朝士，皆以自成未死为疑”。他提出六疑，以为“自成之死竟无诚证”。他还提

出“意者南都在时，自成已有降志，而已负罪深重，不便归附，故先去之，以纾其众耶? 是则皂角出

家之说”有可能，其“寺( 诗) 有自成诗集，集久蠹烂，惟咏梅花诗存”，但“旧有百首，今存五首”，其

诗“无草泽粗犷之气，而举止羞涩，似学童初为诗者，亦举事无就之征”，①认为此诗疑似李自成所

作，符合他的身份、心态。章太炎后来又查阅“《清世祖实录》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等疏报自成死事，

则在润六月，与《明史》所载在九月者又殊”，确认“清廷于自成之死，固知其虚造。合之《明史》、
《永历实录》所载，隆武帝及闽中朝士皆疑自成未死，则知缢死锄击悉为讆言”。他揣度原因，认为

“阿济格奉命征讨，则务于虚报战功; 何中湘抚安高李，则利于速了旧案; 高李竭诚反正，则惧于引

起猜嫌”，这是现实原因;“《明史》欲言自成死于五月，则碍于摄政王七月之谕; 欲言自成不死，则又

有护惜寇贼之嫌。叙述之道既穷，于是强移其事于九月，冀以此弥缝”，②这是历史书写的原因。这

些考证皆能补《明史》之不足。
另外，章太炎还对明季诸多人物如袁崇焕、张英等皆有考证，另有《书顾亭林轶事》、《清为金裔

考》、《建州方域考》、《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后考》、《佟氏考》等考据之作。他的考证善用原始材

料，尤其是未经清人删改的明人文献，从而为他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提高了论断的可靠

性。章太炎关于“明史”的史论也不少，有《书原君篇后》、《王学》、《颜学》、《遣王氏》、《衡三老》、
《非黄》、《议王》、《论东林误国事》等，多是对明代著名学人、学说的评论，眼光锐利，严谨平允，大

都有理有据，可备一说。章太炎还撰有一些关于“明史”的书序，如《书〈莽苍园文稿余〉》、《〈张苍

水集〉后序》、《〈南疆逸史〉序》、《〈诚意伯集〉序》、《〈王文成公全集〉题词》、《〈王文成公全集〉后

序》、《书曾刻〈船山遗书〉后》、《〈日知录校记〉序》等。这些书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太炎对有

关史事和人物的认识，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志趣。
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和实践实肇此后史家《明史》补撰和南明史研究之开端，在朱希祖、

梁启超、孟森、柳亚子、钱海岳、谢国桢、顾诚、司徒琳等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章太炎的影响。

三、明史研究对章太炎的意义

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③而明史研究则是“学问”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合点。有

人说，章太炎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④这是对其明史研究特色的

一个极佳注脚。这使得明史研究对章太炎具有了超出学术之外的多重意义: 它是一种文化意象，代

表着华夏文化的血脉; 它是一种思想资源，可以从中挖掘理论武器，激发国人种族意识; 它还是一种

人生指导，明人的立身行事锻冶了他的个人志趣，也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人生坐标。
文化是历史在现实之中的投影，史学则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象。对于章太炎来说，明史是华夏

文化的一种象征，研究明史则意味着对华夏文化的坚守与弘扬。这为他的种族思想提供了一个坚

实的历史基础。章太炎指出:“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

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值”。这是把历史与语言、风俗一起视为国家、种族的

重要文化象征。但是，“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⑤

古人有“国可灭，史不可灭”之说，看重的正是史学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保存功能。在国族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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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 5 册，第 305 － 307 页。
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 5 册，第 312 页。
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 9 页。
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 年第 1 期。
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 3 册，第 323 － 324 页。



亡不可挽回的情况下，历史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往往会被视为保国、保种的重要方式，遗民重史学

正是出于这个缘由。清人“灭支那而毁历史”，以致“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这显然是

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投身明史研究，以保华夏文化之种。历史的保存需要借助文献的保

存，清人“毁历史”的手段，一方面是禁书、焚书，寓禁于修，进行文化控制; 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

狱”，设《明史》馆，争夺史权。章太炎对此十分痛心。他说:“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

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 ①“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

将传注》、金声《金大史集》; 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义》、国维《抚吴

疏草》、煌言《北征纪略》;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

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 ②“《逸史》所载，南都、
闵、浙遗事详矣。倾侧扰攘，滇粤台峤之间，两蹶名王，合围南都，庶几康、柕中兴之业，皆阙不

著”。③ 清人对文献的毁灭和修史活动的控制，使章太炎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心忘旧，习为降虏”的

危险，而清人对南明文献的破坏尤使他感到愤恨。所以，他才立志要修《后明史》、《明通鉴》，用心

搜集被禁被毁的史书和明季文献，亲访遗民后裔，致力于保存明季遗学。可以说，明史研究对章太

炎而言乃是保种之学。
“排满革命”是清末的重要社会思潮，章太炎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他的明史研究则为他

的“排满”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种

族光复思想。明季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皆宣扬“夷夏之辩”，力主“严夷夏之防”。章太

炎深受他们的影响，“建《黄书》而为律，植攘夷以作经”，④宣称“吾支那之与满洲，不共戴天，不共

履后土”。⑤ 这种激愤是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态。到了晚年，章太炎回忆说:“明末满人攘我神

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⑥ 他所

谓儒者所倡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夷夏之辩”。
“夷夏之辩”强调的是华夏与周边各族在地域、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而章太炎独重种族，“早

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⑦所以有人说他“专注于

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⑧ 在进行明史研究时，他一方面对明人所代表的华夏“年历冠带”
表示推崇，另一方面则着力于将满洲刻画为“夷狄”，渲染其野蛮与残暴。他说:“今之满洲，明时号

野人女真，烝报残杀，是其天性”，⑨“堂子妖神，非效丘之教; 辨髪璎珞，非弁冕之服; 清书国语，非

斯、邈之文”。瑏瑠 明清易代的历史，既是满洲征服华夏的历史，也是华夏反抗满洲的历史。这段悲壮

的抵抗史成为清末革命者宣扬“排满”的绝佳历史资源，因而受到了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者们特

别关注。他们通过复活文献来复活那段历史，其中《扬州十日记》、《嘉定纪略》等明季文献的整理

出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章太炎指出: “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

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州有广州之屠。
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瑏瑡 满洲人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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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诈甚至超越了蒙元，他曾作诗表露情怀:“忽展埼亭集，逾惊秀楚词”，①“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

州十日不?”②对清军暴行的“惊”是一种批判和控诉，对扬州十日的“忆”则是一种抗争与责任。这

个“忆”，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记忆，更是社会的集体记忆。章太炎希望当时的社会大众不要忘记“扬

州十日”、“嘉定三屠”，希望以此塑造大众关于明清易代的集体记忆，“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

史”。③“扬州十日”等明季史事经过他们大力宣扬，已然成为代表清廷暴行的典型符号，也成为有

效的社会动员武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种族意识和抗争意识，影响和塑造了晚清的社会舆论环

境。这才是章太炎进行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可以说，章太炎为他的“排满革命”论穿上了“明史”
的外衣，而这件外衣则让他的革命思想具有了更好的鼓动性和可接受性，充分显现了史论与政论结

合的思想威力。
有人说，顾炎武是章太炎“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④ 其实，何止一个顾炎武，对明史的研究曾

在很多方面给予章太炎以人生的启示，指引他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锻冶人生志趣。
章太炎最初是从阅读明季文献、了解明季史事之中获得人生启示的。他自称: “余年十三四，

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

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⑤ 从章

太炎家的藏书来看，《东华录》、《明季稗史》等均有购藏，他曾多次回忆“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

满思想始盛”。⑥ 看来，这些著述直接影响到了章太炎的思想倾向。
随着对明史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在接受明季遗民思想的同时，也欲效法他们的志节。他对顾炎

武的慕效前文已述，其实章太炎的思想诉求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明遗民颇为相似，自然容易产生

惺惺相惜之感。明清易代之后，很多明遗民不与清廷合作，殉节者如刘宗周，游走者如顾炎武，隐居

著述者如黄宗羲、张岱等。章太炎为他们撰写传记，刊布诗文，以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多次表达慕

效之意，甚至以不能为他们“执鞭”为憾。对于那些在清廷威逼利诱之下不能坚守遗民气节者，他

则大加挞伐，痛斥他们对国族的背叛。章太炎的立身行事几乎就是一个生活于清末的“明遗民”
了，这不能不说是明人给予他的人生的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章太炎对明人的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明人尤其是明遗民治学的态度与方式对

他的学术与人生产生了直接影响。清初很多遗民学者不为清廷所诱，隐居向学，“制行之高洁，成

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迄今弗衰”，⑦“学隐”思潮形成，或许与此有关。章太炎对这

些遗民表示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处无望之世，炫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 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

密，虞侯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 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⑧此语道出

了此时学人嗜汉学的微旨。而明遗民所选择的学问与人生结合的方式也给予他极大的启发，促使

他选择了“学隐”的人生方式。⑨

无论是把明史研究视为华夏文化的意象，或者当作思想资源，抑或是作为人生指引，都体现了

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史学价值观，即以学为用、学用一体。章太炎自谓“少时治经，谨守朴学”，主要

遵循求是之学; 后来“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瑏瑠又追求致用之学。他认为学术“趋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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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趋于求是，可以浮说致人; 趋于求是，不趋于致用，左证有事，攻守有法，非诚说释，则不为服”，①

所以主张“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②不过，“求是”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他曾做过一个比

喻:“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型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③这表明他的学术

取向以朴学的求真为根底，不为“致用”而“蔽真”。他虽时常借明史研究倡导种族光复，却并不因

“致用”的追求而脱离史学的求真原则，所以他的明史研究皆力求客观，并无虚论。不过，他的求真

并非是“为求真以求真”，而是“为用以求真”。④这种史学价值观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秩

序变迁相关联，反映了清末民初史家与史学共同的时代风格。

①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139 页。

② 章念驰编订:《论今日切要之学》，《章太炎演讲集》，第 300 页。

③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 4 册，第 151 － 152 页。

④ 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 修订本) ，第 347 页。

On Zhang Taiyan’s Ｒesearch on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You Xuegong ＆ Yu Kang

［Abstract］Zhang Taiyan had a very strong feeling of being an adherent of Ming dynasty，which
was fully demonstrated by his cherishing and keeping Ming’s calendar，hats and clothes，diligently
collecting the historical data of late Ming，admiring and modifying adherent of Ming such as Gu Yanwu
and others． Driven by this feeling，Zhang Taiyan supplemented Ming history and did much textual
research，which included his plan for editing of HOUMINGSHI， MINGTONGJIAN， and QING
JIANGUOBIEJI and so on，and innovation of historical text such as outline index and of narrative style of
Shizhuang and etc． ，and he examined and correct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comp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ate Ming． For Zhang Taiyan，the research on Ming history had multiple meanings: it was a refraction
of Huaxia culture，a resource of thought，a theoretical weapon，and a guidance of life as well． Besides
that，the study embodied his view of value of history．

［Key words］Zhang Taiyan feeling of being an adherent of Ming study of Ming History view of
valu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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